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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的现实要求，借助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中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检验地方产业政策
对区域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政策的出台的确促进了区域创新活动，然而不同属性产业政策之间的协同创新
驱动作用尚不如人意。进一步地，地方的绩效考核压力的确扰动了地方产业政策的创新导向，但也已尽可能地校正了对总量
经济增长模式的偏爱；财政收支均衡是维系产业政策促进区域创新的重要因素，即便存在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也有着较强“精
打细算”的能力，能够尽可能地利用产业政策拓展创新空间。特别地，法规型地方产业政策的效力更佳，在良好市场机制下的
功效更为明显。因此，想要促成区域有竞争力的创新动能，要充分考虑政府绩效考核和财税激励结构对产业政策的影响，也
应在产业政策自身的“结构性”调整上倾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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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奇
迹”。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模式逐步从要素和
投资驱动转为技术创新驱动，以此摆脱有形生产要素生产的边际效益
递减规律［１］。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把技术创新作为整个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由此彰显出研发创新活动的先导作用。２０１８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鲜明指出，将“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
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并
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促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
如何推动技术创新？这需要“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股螺旋”
机制［２］发挥核心支柱作用。其中，政府机构作为国家（地区）创新体系
中的重要建构力量，可以通过财政税收调整［３］、金融结构变迁［４］和财
政科技投入［５］等方式来提高地区创新动能。但一个更直观的特征事
实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突出体现在各类产业的发展壮大上，产业
发展和升级与地区创新的关系十分紧密，甚至成为地区创新驱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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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载体。尽管中国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支持产
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在推动产业优化转型升级上
更是不遗余力，但这是否表明中国的产业政策在
推动地区创新上成效卓著呢？然而，该问题的答
案并非显而易见。在理论上，地方政府不一定能
够出台和实施对技术创新有积极作用的产业政
策，概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可能关
注产业经济体量的壮大而非创新动能的提升。
在实践中，世界各国都有着将产业政策作为地区
经济（创新）活动的重要抓手，其中不乏日本、韩
国等国家的成功典型［６－７］，当然也有数量不菲的
失败案例［８］。简单地对案例经验进行横纵比较
并不能得到确切的结论，对这一问题的追索仍有
高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当前的研究文献有如下缺憾：其一，现有研
究多将精力倾注在“产业政策—微观企业（创新）
发展”的范式框架中，未将产业政策的研究视角
提升至宏观层面，学术界所初步形成的宏观产业
政策的理论框架和内在逻辑并没有依托事实进
行科学、系统的经验剖析；其二，大量文献对国外
经典研究有着较强的路径依赖，如探讨产业政策
之功效（产业政策对企业运营绩效的效应；产业
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优化建议后便“戛然而止”。但事实上，产业政策
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政府的介入，即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会受到地方政治、财政激励
的影响乃至扭曲。如若产业政策存在效率沉降
乃至失效，很可能在于它与当地政府的激励结构
间存在显著错位。毕竟，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与
政治制度相互嵌合进而影响市场主体，而这恰恰
是现有文献较少涉及之处。较之已有的研究成
果，本文可能的增量贡献主要集中在：第一，在有
效识别宏观层面的地区产业政策水平基础上，剖
析不同属性的产业政策之于地区创新的（联合）
驱动作用；第二，基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制度特
征事实———官员绩效考核与财政力量的解读，给
出一个理解“产业政策—地区创新”效应的理论
逻辑框架和经验证据；第三，从市场经济发展程
度的角度出发，判别当前产业政策存在的有效性
和必要性，为当前的“产业政策之争”提供有实证
检验支撑的有效参考，这对我国产业政策转型研
究大有裨益。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目前，针对产业政策的研究文献中，仍多以
定性分析为主［９－１１］。在定量研究中，基本采用
的是宏微观结合的方式，即通过宏观产业政策文
件与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１２－１５］，以研究产业
政策对微观企业主体的经济（创新）活动的影响。
在宏观层面（省际面板数据）上识别产业政策的
文献十分罕见［１６］，但可惜的是，该文献仅聚焦在
产业政策何以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讨论上，对产
业政策的经济（创新）效应刻绘较少。
一般而言，关乎地区创新能力的战略新兴产
业有着显著的准公共品特质，技术创新内生出的
高风险使得这类活动饱受市场失灵的困扰［１７］，
简单依靠经济个体自身来吸收这类不确定性显
然难以提高创新技术的供给水平。在产业政策
的调节下，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建构适配科研创新
的基础设施、财政补贴和金融扶持等手段，分散
技术创新活动中存在的风险和研发成本，以实现
“市场—政府”在技术研发上的协同作用，从而推
动产业技术创新。正如 Ａｇｈｉｏｎ等（２０１５）［１８］所
言，适宜的产业政策完全可以扮演技术创新的推
动者角色。
反对产业政策施行的理由同样值得关注。
产业政策低效乃至无效主要取决于：第一，政府
机构毕竟不是市场主体，受到有限信息和有限理
性的约束，地方政府难以如同企业家一般具有对
市场的敏锐嗅觉，其在预测符合技术演替潮流的
产业走向上失误频频［１９］；第二，地方政府由于自
身特殊的主体属性，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容易引
发寻租行为，从而被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由此
导出的产业政策很可能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
效果；第三，地方政府往往以中央政府产业政策
为“蓝本”制定符合自身优势的产业政策，但在实
践中，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模式极易被周边地区
所模仿，以至于形成了同质产业政策的泛化现
象。更有甚者，某些欠发达地区会主动偏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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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边界，被动“挪移”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
造成区际间的产业同构化和分工不足，这种产业
政策的“偏向性”扭曲极大地减损了地区的经济
（创新）效率［２０］。
客观来看，上述文献仅着重探讨地方产业政
策的经济后效差异，却忽略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独
有特质，使得这些研究文献只能拘泥于发达国家
情境进行研究工作的重复再造，其结论导向所蕴
含的学理价值和应用价值大打折扣。抽象来看，
产业政策的要求不外乎经济总量和经济质量两
类要求（不同时期的侧重可能有所差异），这使得
中国的产业政策与日本、韩国乃至欧美的产业政
策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落实产业政策的主
体以及主体面临的约束（激励）方面，中国的产业
政策却独具特色。无论是 Ｑｉａｎ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１９９７）［２１］的“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抑或是周
黎安（２００７）［２２］的“晋升锦标赛”理论，都无一例
外地指向了地方政府在特定激励情境下致力于
辖域内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这为我们撩起了窥
探中国地方产业政策制度演进机理的窗帷：本就
具备浓厚政府意志的产业政策，与地方政府的行
为函数天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２３］。不难发
现，解决原有文献不足的核心在于，识别转型经
济背景下的“产业政策—区域创新”机制，并重点
研究表征制度安排的潜在变量—地方政府行为
是如何影响产业政策进而影响了区域创新的。
有鉴于此，本文从刻画地方政府行为的政治激
励［２２］和财政激励［２４］两条主线出发，对其进行深
入的探讨。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大显著特征即在于地
方政府的“晋升锦标赛”制度［２２］。地方政府官员
长期在以ＧＤＰ为中心的“标尺竞争”氛围中，必
然会衍生出对经济总量更加偏好的行为函数。
这种浸染了明显短期性色彩的地方经济发展导
向，与创新活动的长期性特征相错位。其逻辑结
果是，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等能够在短期兑现经
济增长的建设活动有着近乎本能的浓厚兴
趣［２５］，并由此恶化了地区创新活动的生存环境。
Ｇｕａｎ和Ｙａｍ（２０１５）［２６］就发现，类似支持地区科
技创新的支出，仅在地方政府行为函数中占据了
较小权重。地方政府会依托产业政策引导，鼓励
产业发展“比规模、拼产值”，从而将自身的政治
晋升目标转嫁给辖区内的经济个体，扰动了地区
正常的创新活动路径［２７］。值得强调的是，这并
不一定会导出“政府在晋升压力的驱使下所制定
的产业政策会阻滞地区创新”的悲观结论。这是
因为，当前中国（区域）经济体系的发展已然进入
新旧动能转换新时期，简单依赖有形生产要素的
积累并不能有效带动经济增长，在绩效考核的压
力下，地方政府只能寻求新的经济增长路径，而
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上述目标已成为诸多经济
发达省份的共同默契［２８］。由此可见，地方政府
的“工具理性”心态会随着时代经济背景的变迁
而加以调整，当这种单纯以经济增长为考核中心
的偏向被（适度）纠正后，地方政府行为的干预可
能会更加积极理性、主动，其所制定的产业政策
也会更加向有利于区域创新的路径偏移。当然，
黎文靖、郑曼妮（２０１６）［２９］中的企业策略性创新
行为也极有可能会映射至宏观地区的创新活动
上：地方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也极有可能对那些
“多快好省”的创新项目有着更高的偏好，以满足
相关的考核要求，从而抑制了地区的实质性创新
行为。
在中国的财政制度变迁进程中，财政收支结
构已成为刻画地方政府行为的关键变量。郭庆
旺、贾俊雪（２００６）认为，“财权上移—事权留置”
现象的普遍演绎，使得地方的财政支出压力日渐
沉重，在经济资源的调配和使用上时常面临捉襟
见肘的困局。于此境况下，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
政策时不得不考量自身的财政状况：一方面，地
方政府无意制定那些能够促进地区科技创新的
重大产业政策，因为这需要政府诸多财政资源的
匹配，在财政收支状况紧绷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并最终造成了区域创新的减益效果；另一方面，
收支境况不佳的地方政府，更加关注如何在有限
时间内能够从辖域内摄取足够的财政税收资源
以弥补收支缺口［３０］，那些周期短、效益好，且能
够提供丰厚税收资源的产业更容易被地方政府
的产业政策所“关照”；而长周期、高风险，甚至需
要政府支持补贴的创新活动项目则多容易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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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忽略［３１］。更何况，地方区际竞争下的财政收
支结构会出现系统性扭曲，如傅勇（２０１０）［３２］就
观测到了地方政府更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而忽略
科技创新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支出偏向”，由此而
生的产业政策难以起到强有力的创新驱动作用
也就不难理解了。与上述见解不同，张梁梁、杨
俊、罗鉴益（２０１６）［３３］的看法却十分乐观：在财政
不平衡的状态下，地方政府对有限财政资源进行
精打细算的激励和能力都有显著提高，不但承担
了辖区内的大部分经济、社会事务，还促进了当
地财政科技投入的稳中有升。可以推论的是，为
了更好地发挥财政资源的作用，地方政府更有激
励利用好产业政策，以进一步推动地区的经济
（创新）发展。当然，上述理论是否合乎实践，仍
需要更为深入的实证检验与理论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ＧＤＰ、财政、产业
结构等数据源于各地区的历年统计年鉴，地区人
口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地区的财政科
技支出来自于前瞻网数据库和《全国科技经费投
入统计公报》，相关的区域创新专利数据则来自
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前瞻网数据库。地区税收
数据则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本文截取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中国大陆３０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不含西藏）作为研究
载体①。相关的产业政策文件数据则来自于中
国法律法规数据库。
（二）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
创新变量组（Ｉｎｖｅｎ、Ｕｔｉ、Ｄｅｓ）。在过往研究
文献中，研究开发投入（Ｒ＆Ｄ）常被作为创新能
力的测度指标，但此类指标仅能作为创新能力的
一个“中间”而非“终极”测度变量。因此，以专利
产出代替研发投入的新路径逐渐被学界所重视。
在专利数据的甄别上，有两套数据体系，一为专
利申请数；二为专利授权数。本文认为，在当前
中国专利申请参差不齐甚至存在大量冗余的情
况下，采用专利授权数更能剔除出创新数据中的
“噪音”。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地区的专利授权数
作为创新能力的测度指标，并得到了Ｉｎｖｅｎ（发明
创新专利数）、Ｕｔｉ（实用新型专利数）和Ｄｅｓ（外
观设计专利数）三个创新能动性递减的数据体
系，从而为本文考察区域创新能力异质性提供坚
实的数据基础。
２．核心解释变量
产业政策变量组（Ｐｏｌｉｃｙ＿Ｎ、Ｐｏｌｉｃｙ＿Ｌ）。
当前中国的产业政策导向是由政府政策法规等
文件进行传递的。因此，以地方政府相关法规规
章的文件数量作为测度产业政策的手法，应具备
一定的适当性。于此，遵循如下数据筛选方法：
第一，由于本文的研究定位为省域产业政策，更
关注的是地方为产业发展乃至地区创新所做出
的努力，因此那些对中国全域都有普遍影响的司
法解释、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不在考虑之列；
第二，行业规定、团体条例乃至市一级的地方性
规章、法规，其影响边界难以覆盖全省，本文对此
也予以剔除；第三，各类产业政策文件中，筛选出
那些“现行有效”“已被修订”“已被修正”“部分失
效”的政策作为有效文件，剔除那些处于“已失
效”状态的产业政策文件。如上所述，本文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爬虫工具，归集并筛选中国法律法规数
据库中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每年与产业发
展相 关 的 政 策 文 件。进 一 步 地，韩 超 等
（２０１７）［１５］认为，无论是在作用方向还是传导路
径上，不同类型的政策带来的影响可能有所不
同。一般认为，地方法规的位阶较高，在调整社
会经济关系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而政府规章的
位阶和权威性则相对较弱，其在内容上侧重于规
范行政主体行为和程序性规范。在某种程度上，
地方性规章并没有如地方性法规一般，对新的权
利（义务）进行创制，而是对现有法律体系规定的
权利（义务）进行内容具体化和补充延展［３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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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西藏地区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且同中国其他省份的数据差异十分明显。特别的，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省由于经济制
度等差异使得数据结构、口径上存在着较大不同，数据可获性不高，故本文对上述地区进行了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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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发现，简单忽略这一差异则无法准确刻画出产
业政策影响的稳健结果。对此，本文进一步地将
这些产业政策文件界分为地方性规章文件数量
（Ｐｏｌｉｃｙ＿Ｎ）和地方性法规文件数量（Ｐｏｌｉｃｙ＿
Ｌ），以此来量化地方的产业政策水平。
增长考核压力（Ｄｅｖｅｌｏｐ）。拟通过Ｐｒｅｓｓ指
标来度量地方政府考核压力：某省所处地区板块
的ＧＤＰ均值增长率减去该省ＧＤＰ增长率所得
到的差额。若该差额大于０，则该省的相对经济
绩效较差，官员则面临被替代的风险会上升［２８］，
从而加剧官员为绩效考核而产生的竞争，反之
亦然①。
财政不平衡（Ｄｉｓｏｒｄｅｒ）。本文借鉴了宫汝
凯（２０１５）［３５］的处理手法，将以如下表达式来测
度地方政府的收支不平衡状态：一般预算支出／
一般预算收入，该比值越大，则意味着当地的财
力不平衡程度越深，反之则反是。
３．控制变量
借鉴既有文献，加入一系列能影响地区创新
的变量。如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地区总人口
数（ＲＰ）、产业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第二产业产值与
第三产业产值的比值）、财政科技投入强度
（ＴＦＩ，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总额与当地ＧＤＰ的比
值）、地方ＧＤＰ增长速度（ＧＤＰ＿ＳＰＤ）以及地方
税负水平（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增值税＋营业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当地 ＧＤＰ）。描述性
统计参见表１。
表１　 描述性统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Ｍｉｎ　 Ｍ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Ｎ　 ５１０　 １．４１０　 １．６６０　 ０ １４
Ｐｏｌｉｃｙ＿Ｌ　 ５１０　 ３．７８６　 ３．４８５　 ０ ３７
Ｉｎｖｅｎ　 ５１０　 ２　１２２　 ４　５４２　 ５　 ３６　０１５
Ｕｔｉ　 ５１０　 ８　７９１　 １７　１８０　 ３０　 １２４　４６５
Ｄｅｓ　 ５１０　 ６　３５２　 １７　８２９　 １９　 １７５　７５８
Ｐｒｅｓｓ　 ５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７ －０．３５５　 ０．１４７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５１０　 ２．１９２　 ０．８９２　 １．０５２　 ６．７４５
Ｍａｒｋｅｔ　 ５１０　 ０．６３０　 ０．１３３　 ０．２０５　 ０．８８６
ＲＰ　 ５１０　 ４　３５４　 ２　６２９　 ５１０　 １０　８４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５１０　 １．２０６　 ０．３１１　 ０．２４８　 ２．０２３
ＴＦＩ　 ５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９．７３ｅ－０６　 ０．０１４
ＧＤＰ＿ＳＰＤ　 ５１０　 ０．１４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９３　 ０．４９７
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　 ５１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１５２
　　（三）模型设定
为验证政府产业政策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
响机制，构造如下实证研究模型
Ｐａｔｉｔ＝α＋β１Ｐｏｌｉｃｙｉｔ＋ΣФＣＶ＋εｉｔ
其中，地区专利状况Ｐａｔｉｔ为被解释变量，包
含了三个层次的创新专利 （Ｉｎｖｅｎｉｔ、Ｕｔｉｉｔ 和
Ｄｅｓｉｔ），核心解释变量Ｐｏｌｉｃｙ为地方产业政策水
平，包含Ｐｏｌｉｃｙ＿Ｎ 和Ｐｏｌｉｃｙ＿Ｌ两个指标，分别
代表地方性规章文件数量和地方性法规文件数
量；在控制变量组ＣＶ中，包含了地区人力资本
存量（ＲＰ）、产业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财政科技投入
强度（ＴＦＩ）、地方 ＧＤＰ增长速度（ＧＤＰ＿ＳＰＤ）
以及地方税负水平（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εｉｔ为模型随
机误差项。考虑到专利创新产出的时效问题，对
核心解释变量（Ｐｏｌｉｃｙ＿Ｎ 和Ｐｏｌｉｃｙ＿Ｌ）进行滞
后期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减轻反向因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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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要素禀赋差异极大，在绩效考核上简单将所有地区放置在同一起跑线上，只能是形式公平而非实质公平。本文对相关
省份按照东中西部板块进行分离，既考虑到了地区差异，又注重临近比照，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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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模型的不利扰动。对于模型中的非比值型
变量，统一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为了克服模型中
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扰动，在所有回归中默认采用
了稳健标准误校正技术，并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结果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ＦＥ）进行估计。
四、实证结果及经济解释
　　（一）产业政策与区域创新
表２的报告是基于本文基准模型的检验结
果①。无论是以地方性规章数（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还
是以地方法规数（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作为衡量产业政
策的变量，无论被解释变量是采用何种层次的专
利创新产出来测度，相关的产业政策变量的回归
系数都为正值。这说明与产业发展相关的地方
性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与推进都在地区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初步
验证了地方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但进
一步细致对比可发现，在各个层次的专利创新活
动上，较之于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的促进
作用更为明显（系数值更大），甚至还在时间序列
上展现出一定的动态自我强化特征（在两个滞后
期的检验中都显著为正）。上述结果可以从产业
政策的位阶层次得以解释：由地方政府出台的规
章制度仅具备了行政效力而缺乏严格的法律支
撑，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地方性规章对于政府和
市场而言都不具备有效的约束和强制规定，也缺
少相应的规范和保障。一方面，这种产业政策在
制定、核准和实施上难以回避随意性，甚至会滋
生寻租空间，阻碍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另一
方面，缺乏足够强制力的产业政策往往会在具体
实践中被“迂回折中”，在政企寻租行为的扰动下
甚至会面临失效的困境。上述经验实证和理论
阐释，与当前经济法学界流行的理论观点不谋而
合［３６－３８］。可以推定，具备一定法律约束条件的
地方性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合乎“产业政策内容
法律化”之要求，其在经济实践中展现出更强劲
的创新动能也就成为逻辑使然了。特别地，根据
韩永辉等（２０１７）［１６］的整理分类，发现地方性法
规形式的产业政策多以规划型为主，而规章形式
的产业政策则多具有引导型和促进型特征。本
文认为，规划型的产业政策多具备长期性的特征
要素，这迫使地方政府更加关注地区经济（创新）
发展的远景，在制定上会更加谨慎科学，在实践
中的经济（创新）促进作用亦会更加长远；而引导
型和促进型的规章式产业政策，较易受到短期的
经济利益的扰动，所展现的创新动能驱动效果就
十分有限。
在控制变量组中，地区人力资源变量总人口
数（ＲＰ）并不会对区域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
用。原因在于，人口基数越大，会摊薄有限的科
技资源，反而不利于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
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具
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差异，说明当前的产业结构优
化导向仍无法向区域创新供给足够的动力，这也
折射出当前产业结构调整滞缓的隐忧。相比之
下，地区的财政科技投入之于创新的作用十分显
著，在６个组别的回归中，指标ＴＦＩ都为正值且
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测试。这说明当前的财政
科技投入较好地解释了当前中国区域创新能力
逐步提升的现实［２８］。地区的经济增速（ＧＤＰ＿
ＳＰＤ）在各个模型中多显著为负，表明地区的经
济增长越快，则越有可能阻滞区域创新动能，这
为地区短期经济增长与专利创新长期性的“错
配”现象提供了证据支持。其逻辑在于，想要实
现地区增速提升，则必须将有限的资源用以见效
快的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等），那些具有长期性
的创新活动资源会面临一定的挤出效应（Ｃｒｏｗ－
ｄｉｎｇ－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并由此抑制了地区创新动能。
当然，本文所发现的有趣现象不仅于此。一般认
为，地方税收在创新上时常扮演着负面角色［３９］，
原因不外乎税负会抽取地方（企业）的可用资源，
从而缩小了创新可能性边界。但在表２的实证
检验中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
基本显著为正）。究其原因，在于当地政府通过
税收归集收入后，能够拥有更多的资源用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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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囿于篇幅，在后文的实证检验中，本文略去了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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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的建设，并最终提升了区域的创新产出
效果，相比之下，较低水平的税收不足以保障地
方政府的财政力量，无法为地区创新提供有效
支撑。
表２　产业政策与地区创新：基准回归
变量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Ｄｅｓｔ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Ｄｅｓｔ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１ ０．１２０
＊
（１．９３）
０．０５０
（１．１３）
０．０６０
（１．１１）
— — —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２ ０．１６１
＊＊＊
（２．９４）
０．０８３＊
（１．９１）
０．０４４
（０．８６）
— — —
ＬｎＲＰｔ ０．３５７（０．１７）
－０．９９１
（－０．４８）
－３．３４１＊
（－１．８９）
－０．３１４
（－０．１５）
－１．４０４
（－０．６６）
－３．６９７＊
（－１．９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 ０．２７４（０．５４）
０．２３１
（０．６５）
０．１６５
（０．４２）
０．１５２
（０．３１）
０．１６４
（０．４６）
０．１０３
（０．２６）
ＴＦＩｔ ３２３．６０９
＊＊＊
（３．０９）
２８５．８３０＊＊＊
（３．４１）
２９６．７１２＊＊＊
（３．８６）
３４０．３６５＊＊＊
（３．２５）
２９６．９０６＊＊＊
（３．５６）
３０６．１５１＊＊＊
（３．９７）
ＧＤＰ＿ＳＰＤｔ －１．６２８（－１．６７）
－２．２２５＊＊＊
（－３．０２）
－１．５７５＊＊
（－２．０６）
－１．７０１
（－１．６７）
－２．３０１＊＊＊
（－３．０６）
－１．６３２＊＊
（－２．０９）
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ｔ ４２．６１７
＊＊＊
（３．１１）
４４．１４５＊＊＊
（４．４６）
２７．８０５＊＊
（２．５４）
３７．９６６＊＊
（２．６８）
４１．１５９＊＊＊
（３．９６）
２４．６１９＊＊
（２．１９）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１ — — — ０．１７４
＊＊＊
（３．２０）
０．１１９＊＊
（２．７５）
０．０９５＊＊
（２．２２）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２ — — — ０．２１１
＊＊＊
（３．４６）
０．１３１＊＊
（２．６３）
０．１１１＊＊
（２．０６）
＿ｃｏｎｓ ０．３０３（０．０２）
１３．０９０
（０．７９）
３２．３７７＊＊
（２．２８）
５．８０５
（０．３５）
１６．４２１
（０．９６）
３５．２５２＊＊
（２．３６）
Ｍｏｄｅｌ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Ｒ２　 ０．５９２　 ０．６６２　 ０．４９９　 ０．６０４　 ０．６７１　 ０．５０７
注：（１）＊＊＊、＊＊和＊分别表示在１％、５％ 和１０％ 水平上显著；（２）括号中为稳健的ｔ统计量，下文同。
表３　产业政策协同与地区创新
变量
Ｍ（７） Ｍ（８） Ｍ（９） Ｍ（１０） Ｍ（１１） Ｍ（１２）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Ｄｅｓｔ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Ｄｅｓｔ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１ ０．２６４
＊＊
（２．３３）
０．１５４
（１．６８）
０．１４０＊
（２．００）
— — —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２ — — — ０．２７０
＊＊
（２．０６）
０．１８２＊
（１．９５）
０．０８９
（１．０２）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１×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１
－０．１１２
（－１．３２）
－０．０８２
（－１．２７）
－０．０４５
（－０．７３）
— — —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１ ０．２６０
＊＊＊
（２．９３）
０．１８８＊＊
（２．６４）
０．１５０＊＊
（２．１２）
— — —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２×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２
— — — －０．１１８（－１．４１）
－０．０９５
（－１．４９）
－０．０５４
（－０．８３）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２ — — — ０．２７３
＊＊＊
（２．７８）
０．１８６＊＊
（２．３９）
０．１４５＊
（１．８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Ｒ２　 ０．６０６　 ０．６６８　 ０．５１２　 ０．６００　 ０．６６８　 ０．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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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２的回归检验中，本文仅是通过产业政
策的单项变量来考察产业政策之于地区创新的
影响。但在现实中，地方政府规章抑或是地方政
府法规同时存在（生效）的情况具有典型的普遍
性，检验这两类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则显得十分
必要。由此，本文在实证回归中加入了两类产业
政策的交互项（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以
进行深入考察（详见表３）。
在表３的实证结果中，无论是地方性规章抑
或是地方性法规的单项变量依旧对区域创新活
动有着正面的促进作用，其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也
基本同表２的实证结果吻合，这也佐证了原有实
证结果的稳健性。然而，当本文将研究中心转向
交互项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无论滞后期如何，地
方产业政策交互项的ｔ值都偏小，无法通过任何
惯常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当前地方政
府产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上的协同理念不足，由
此导出的政策联动效果不尽如人意。一方面，这
可能与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有较大的
灵活性和随意性有关，以至于产业政策之间出现
相互拮抗抵触的异象；另一方面，这也与地方政府
在政策制定时缺乏统筹思维有关，不同的产业政
策间出现了一定的各自为政的独立现象，不利于
发挥协同效应，由此蕴藏的改进空间十分可观。
表４　产业政策、绩效考核压力与区域创新
Ｐａｎｅｌ　Ａ：政府规章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Ｄｅｓｔ ＬｎＤｅｓｔ
分组变量：
绩效考核压力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１ ０．１８５（１．６８）
０．１３９
（１．５０）
０．１３３
（１．５５）
０．０５３
（０．８７）
０．０８５
（１．０２）
０．１００
（１．４６）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２ ０．２２５
＊＊
（２．４１）
０．１２１
（１．４６）
０．１５３＊＊
（２．０９）
０．０７１
（１．１８）
０．０８４
（１．３０）
０．０５８
（０．７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２３０　 ２２０　 ２３０　 ２２０　 ２３０　 ２２０
Ｒ２　 ０．４９６　 ０．６６６　 ０．５９５　 ０．７０６　 ０．４０４　 ０．５４１
Ｐａｎｅｌ　Ｂ：政府法规
Ｍ（７） Ｍ（８） Ｍ（９） Ｍ（１０） Ｍ（１１） Ｍ（１２）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Ｄｅｓｔ　 ＬｎＤｅｓｔ
分组变量：
绩效考核压力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１ ０．１０５（１．２４）
０．１７４＊＊
（２．１６）
０．０７４
（１．１７）
０．１０６＊
（１．９５）
０．０５４
（０．９０）
０．１１０＊
（２．０２）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２ ０．１８３
＊＊
（２．２９）
０．１９３＊＊
（２．３０）
０．１１７＊
（１．８２）
０．１１３＊
（１．８１）
０．０９０
（１．２５）
０．１２０＊
（１．７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２３０　 ２２０　 ２３０　 ２２０　 ２３０　 ２２０
Ｒ２　 ０．４９３　 ０．６７４　 ０．５９３　 ０．７１２　 ０．４０６　 ０．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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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产业政策、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
产业政策本身就蕴含了相当的政府意志。
换言之，地方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路径，其对地区创新驱动所能
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为了清晰刻画这种路径，
本文研究了不同程度的地方政府行为（考核晋升
压力，Ｐｒｅｓｓ；财政不平衡程度，Ｄｉｓｏｒｄｅｒ）下的产
业政策效应，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４和表５。
根据既有的理论文献，如若地方政府有着较
大的绩效考核压力，那么形成了对地区经济总量
的“偏爱”和对远期投资活动（如创新研发活动）
的“偏见”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表４的实证结果
中，尽管没有发现地方政府在较大绩效考核压力
下所制定的产业政策挤出了地区创新活动的经
验事实①，但依旧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构性差
异。首先，较大的绩效考核压力确实是扰动地方
政府支持区域创新的重要因素。在以实质性创
新能力（发明专利ＬｎＩｎｖｅｎ）的回归组别中，较大绩
效考核压力组别下的产业政策（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 和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尽管在滞后一期项中展现出了正向
促进作用，但其与较小绩效考核压力组别相比，仍
有一定差距（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在滞后两期都显著为
正，展现了较强的动态自我强化路径）。这说明存
在较大考核压力的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制定
上会自觉不自觉地将目标导向偏移至地区经济总
量的提增上，从而降低了对创新活动的关注，反之
则反是。其次，产业政策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
颁布执行，其创新促进效果更优于地方性规章（在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创新活动中都有一定的促进
功效）。这可能归因为地方性法规存在的强制约
束力，有效地划分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四至范围”，
即便当地政府在绩效考核压力的驱使下有着忽略
创新活动的动机，但在约束机制下，已尽可能地校
正了对总量经济增长模式的偏爱。
进一步地，本文将研究转向了影响地方政府
行为的财政激励因素上（表５）。研究发现，地方
政府制定并施行的产业政策，有着明显的异质性
差异。通过地方政府规章形式推行的产业政策
在财政因素的影响下仅展现出了微弱的促进效
果（在模型 Ｍ（１）和 Ｍ（２）中系数为正且通过
１０％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当前的政府规
章在制定和施行过程中并没有依循当地的财政
收支状况，以至于财政状况差异难以影响产业政
策的效果，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政府规章式的产业
政策科学性和严谨性尚有缺憾，无法有效利用当
地财政力量来搭配产业政策的实施。而与此成
鲜明对比的，是以政府法规形式颁布的产业政策
展现出了较强的创新动能。具体来看，在财政收
支压力较小的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利用程
度较好，也多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治理能力
较强，此时的法规式地方产业政策更能借助地方
财政力量实现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在财政压力
较小的组别中，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的滞后项在所有层
次的专利创新上都显著为正（至少通过了５％的
显著性检验）便是明证。当然，上述实证和理论
阐述并不意味着较大的地方财政收支压力会削
弱地方法规式产业政策的创新驱动效果。在模
型 Ｍ（７）和 Ｍ（９）中可以发现，即便在较大财政
压力的情境下，地方性法规虽没有展现出时间序
列上的动态促进效果，但依旧展现出了有趣的
“结构性”创新驱动作用。Ｄｉｔｔｍａｒ和 Ｔｈａｋｏｒ
（２００７）［４０］的研究发现，那些财务资源紧缺的企
业在促进自身研发创新时可能更为有效，其理由
是，财务资源的捉襟见肘会迫使企业更加有效地
利用资源，并最终形成合意的经济（创新）促进效
果。上述研究的结论是可以进一步延伸的，对于
财政收支压力较大（或说财政力量相对不足）的
地方政府而言，会更加注重利用地方产业政策促
进地区创新，其结果是，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促进了地区
的高、中层次创新活动（ＬｎＩｎｖｅｎ和ＬｎＵｔｉ）。可
以推定，面临较强财政约束边界的地方政府，有
着强烈的“精打细算”的行为偏好，不会将（产业
政策）精力集中在低端创新研发活动中。在模型
Ｍ（１１）中，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对低端创新活动ＬｎＤｅｓ
的促进作用不甚明显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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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确实也说明了强化核心竞争力已然成为现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导向，即便对方政府存在较大绩效考核压
力，也不会轻易地大幅挤出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吴非、杜金岷、李华民，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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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产业政策、财政收支压力与区域创新
Ｐａｎｅｌ　Ａ：政府规章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Ｄｅｓｔ ＬｎＤｅｓｔ
分组变量：
财政收支压力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１ ０．０６１（０．８７）
０．１３２
（１．５３）
０．０２７
（０．４２）
０．０５０
（０．８０）
－０．０５８
（－０．８７）
０．１３１
（１．３８）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２ ０．１４８
＊
（１．８５）
０．１７８＊
（１．９４）
０．０６１
（１．６３）
０．１１５
（１．３７）
－０．０４０
（－０．４９）
０．１２７
（１．３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２２０　 ２３０　 ２２０　 ２３０　 ２２０　 ２３０
Ｒ２　 ０．６５８　 ０．６０２　 ０．７９３　 ０．６４５　 ０．５９９　 ０．４９１
Ｐａｎｅｌ　Ｂ：政府法规
Ｍ（７） Ｍ（８） Ｍ（９） Ｍ（１０） Ｍ（１１） Ｍ（１２）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Ｄｅｓｔ ＬｎＤｅｓｔ
分组变量：
财政收支压力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１ ０．１２０
＊＊
（２．３２）
０．２４０＊＊＊
（３．３５）
０．０８２＊＊
（２．３８）
０．１６４＊＊
（２．４７）
０．０６１
（１．４４）
０．１２８＊＊
（２．６１）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２ ０．１０５（１．６０）
０．２９２＊＊＊
（３．２４）
０．０３０
（０．７０）
０．２０８＊＊
（２．５８）
０．０４６
（０．５９）
０．１４９＊＊
（２．１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２２０　 ２３０　 ２２０　 ２３０　 ２２０　 ２３０
Ｒ２　 ０．６６１　 ０．６２５　 ０．７９６　 ０．６６４　 ０．６００　 ０．４９８
　　（三）拓展性研究：产业政策何去何从？基于
产业政策“结构性”调整的研究
“产业政策”概念一经问世，就带有着浓厚的
政府干预色彩。特别是地方政府缺乏对产业、技
术演进的完全信息，在产业选择和培育上有明显
局限［４１］，更不用说这种模式容易出现体制僵化、
成本高企现象。对于长期浸染在计划经济体制
的中国，现阶段中许多看似“市场失灵”的现象，
实质上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管制过多的结果，
产业政策也不例外［４２］。一个直观的问题是，在
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好的地区，产业政策的效力
是否会逐步衰减，以至于市场机制能够逐步替代
产业政策。如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合乎逻辑的
路径是，培育好地区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以逐
步筛减掉带有浓厚政府干预（引导）色彩的产业
政策，最终向高阶的市场经济体制迈进。为了确
证上述问题，本文界分了地区市场化程度“较好”和
“较差”两个组别①，并进行回归检验（详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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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使用各省的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占地区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度量市场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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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产业政策、市场化程度与区域创新
Ｐａｎｅｌ　Ａ：政府规章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Ｄｅｓｔ ＬｎＤｅｓｔ
分组变量：
财政收支压力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１ ０．０４７（０．８３）
０．１７８
（１．６７）
０．０４５
（１．０２）
０．０２９
（０．４７）
０．０３０
（０．６１）
０．０１６
（０．１９）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２ ０．０４２（０．７７）
０．０６１
（０．７３）
０．０２１
（０．４３）
０．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０８１
（－１．２９）
０．０５０
（０．６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２６２　 １８８　 ２６２　 １８８　 ２６２　 １８８
Ｒ２　 ０．６４７　 ０．５８０　 ０．７０３　 ０．６８５　 ０．４８８　 ０．５８１
Ｐａｎｅｌ　Ｂ：政府法规
Ｍ（７） Ｍ（８） Ｍ（９） Ｍ（１０） Ｍ（１１） Ｍ（１２）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Ｄｅｓｔ　 ＬｎＤｅｓｔ
分组变量：
市场化程度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大于均值组别 小于均值组别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１ ０．２３２
＊＊＊
（４．７９）
０．０７４
（０．９６）
０．１５４＊＊＊
（３．２１）
０．０４２
（０．８７）
０．１７１＊＊＊
（４．４２）
０．０１１
（０．２０）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２ ０．０７９（１．０３）
０．０６２
（０．８２）
０．０２１
（０．３３）
０．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４４
（０．６８）
－０．０２５
（－０．４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２６２　 １８８　 ２６２　 １８８　 ２６２　 １８８
Ｒ２　 ０．６６３　 ０．５７４　 ０．７１１　 ０．６８５　 ０．５０３　 ０．５８０
　　研究发现，政府规章制度类的产业政策，在
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地区都无法展现出对创新活
动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当前政府规章类的产业
政策制定并非以当地的市场经济条件为归依，缺
乏市场根基的产业政策，难以有效地扮演区域创
新驱动的角色。表６中Ｐａｎｅｌ　Ａ的研究，也同前
文中“规章类产业政策效力较弱”的研究结论保
持着较高的一致性。但就Ｐａｎｅｌ　Ｂ来看，情况则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滞后一期的政府法规类产业
政策（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１），在较好的市场化环境下
强有力地推动了地区创新活动的开展。具体来
看，政府法规在三个层次的专利创新活动上都有
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变量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１的系数
为正且都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且在高层
次的发明专利组别中（ＬｎＩｎｖｅｎｔ），系数为０．２３２，
较之中低层次的专利创新活动（ＬｎＵｔｉｔ和ＬｎＤ－
ｅｓｔ）的产出系数更大（分别为０．１５４和０．１７１）。
这说明，在较好市场环境下的产业政策，能够更
ＣＨＡＮ　ＹＥ　ＪＩＮＧ　ＪＩ　ＹＡＮ　ＪＩＵ｜产业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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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地集中力量推进区域实质性创新能力的养
成。当然，也需要意识到的是，Ｐａｎｅｌ　Ｂ中产业政
策变量在远期（滞后二期）的创新驱动效果并不
明显，折射出了当前产业政策在制定和推行仍有
不小的改进空间，这是后期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努
力的方向。
表６的实证结果可得到如下结论：其一，并
非所有类型的产业政策都一贯有效，只有政府法
规类的产业政策在指导地区创新上具备了较好
的创新动能，因此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更应注
重产业政策自身的“结构调整”（如更重视政府法
规类产业政策）；其二，产业政策效力的发挥，离
不开良好市场机制的支持，与其说产业政策与市
场机制是替代性关系，倒不如说产业政策效力的
发挥需要市场发展的相互配合。这也进一步确
证了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市场力量固然重要，
但并不能以此摒弃地方产业政策的使用。如何
做到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的“琴瑟和鸣”，是当前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一大重要路径。本小节的
研究，也进一步为林毅夫（２０１７）［４３］的新结构经
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四）内生性处理
在前文的技术处理中，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
采用滞后项处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弱反向因果
的内生性干扰，但依旧面临着遗漏变量问题。对
此，本文引入了专利创新活动的滞后一期、滞后
二期作为解释变量，进一步解决遗漏变量问题，
并刻画出地区创新的惯性趋势。此时，面板模型
被称为“动态面板模型”（ＤＰＤ）。使用传统的回
归技术手段会产生较强的动态面板偏误，因此本
文拟采用一步系统 ＧＭＭ 进行动态面板回归。
由表７的底部检验统计量可知，所有方程都通过
了残差自相关的 ＡＲ（１）、ＡＲ（２）检验和工具变
量联合有效的Ｓａｒｇａｎ检验，这表明表７的回归
系数是确当的。结果显示，使用动态面板模型，
以滞后因变量作为不可观测变量的代理变量，本
文相关的研究结论依旧同上文保持一致，支持了
“法规性质的产业政策在地区创新中更优于规章
性质的产业政策”的结论。
表７　产业政策与地区创新：动态面板ＳＹＳ－ＧＭＭ检验
变量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Ｄｅｓｔ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　 ＬｎＵｔｉｔ　 ＬｎＤｅｓｔ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１ １．０９２
＊＊＊
（１３．４９）
— — １．１０１
＊＊＊
（１３．２５）
— —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２ －０．１００（－１．３０）
— — －０．１０１（－１．２６）
— —
ＬｎＵｔｉｔ－１ — １．２４６
＊＊＊
（１５．２２）
— — １．２０８
＊＊＊
（１０．２２）
ＬｎＵｔｉｔ－２ — －０．２４５
＊＊＊
（－２．９０）
— — －０．２０４
＊
（－１．６７）
—
ＬｎＤｅｓｔ－１ — — ０．９１３
＊＊＊
（１０．４３）
— — １．０３０
＊＊＊
（１０．１２）
ＬｎＤｅｓｔ－２ — — ０．０６７（０．７８）
— — －０．０４６（－０．４５）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ｔ－１ ０．０２８
＊
（１．６９）
０．００８
（０．８４）
０．０１５
（０．５５）
— — —
Ｌ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ｔ－１ — — — ０．０６３
＊＊
（２．５７）
０．０５６＊＊＊
（３．６０）
０．０３９＊
（１．８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１）．Ｐ值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ＡＲ（２）．Ｐ值 ０．７２５　 ０．５９７　 ０．１０４　 ０．８０４　 ０．７２８　 ０．１６０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Ｐ值 ０．１１４　 ０．７４０　 ０．１０２　 ０．２０２　 ０．８６９　 ０．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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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利用了同产业相关的地方性规章和法
规数据测度了地区的产业政策水平，进而依托中
国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３０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
试图为“产业政策—区域创新”的关系提供合乎
现实的经济解释，并将地方的“绩效考核”和“财
政压力”两大衡量地方政府行为的因素嵌入上述
分析框架。本文实证发现，产业政策显著推动了
地区的创新活动水平，尽管政策间的协同作用仍
有较大优化空间；产业政策发挥积极作用还取决
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异质性，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产业政策的效果。想要进一步释放产业政策
的创新动能，需要辅之以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
本文具有以下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产业
政策能显著促进地区创新。这肯定了产业政策
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当前中国经济由“唯
ＧＤＰ”的发展路径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转向
来看，应科学把握产业政策的创新引导作用，以
系统、高效的产业政策体系推动地区创新能力的
提增。第二，地方政府不同的产业政策应更加注
重政策导向的耦合协同，避免政策间的路径出现
拮抗、相互抵触的现象，在逐步引导产业政策聚
焦地区创新的基础上强化产业政策的统筹协同
机制。第三，积极探索适应“新常态”和“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要求的新型地方政治激励关系，进
一步削弱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执行上存在的激
励扭曲现象。应坚定地从过去单一强调ＧＤＰ总
量增长转向注重创新驱动等一揽子目标，在降低
传统经济总量指标的考核权重基础上，适当提高
与创新能力相关的考核要求，将其作为地方绩效
考核的一个正向指标来进行核评，从制度上优化
地方政府的政治晋升行为，降低产业政策的资源
错配程度，提高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第四，
建立相对合理的地方财政制度体系，避免因地方
政府缺乏财政资源而降低了对地区创新的重视
程度，建立起“财权—事权”相对平衡的运转模
式，确保地方政府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匹配产业政
策的制定与推行，从而将地方的创新活动维系在
一个较高水平。第五，产业政策和市场化之间具
有着明显的互补特质，区域创新驱动战略应当超
越“市场抑或是政府”的争辩泥潭，在优化自身政
策结构体系的基础上实现同市场机制的融合，既
要强调无形之手，也要发挥产业政策有形之手的
调控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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